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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等级性、社区封闭性和政府控制。与产权残缺相比，土地的保障功能更可能是减少供给从而阻碍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土地承包权只有成为物权，才能表现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资产。赋予农户以处分权的意义也在于使承包者能够将承包权当作独立的交换价值进行流转。只有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承包经营权，才谈得上形成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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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的情况来看，80年代后期以来，农户自发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基本保持在1%～3%之间，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的比例稍高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由于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上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农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有所加快。根据张红宇的《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一书的资料，从农业部最近完成的对广东、福建、浙江、海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河北、黑龙江12省调查看。当前土地使用权流转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土地流转规模扩大，速度加快。二是土地流转区域不断扩张。土地使用权流转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扩张趋势十分明显。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土地使用权流转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租赁（包括反租倒包）等形式。农户自发流转构成了土地使用权流转主体。
在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所谓农村土地流转指的是农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反映的特定经济行为。

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当人均ＧＤＰ小于500美元时，农民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经营土地为主，这种传统方式的目标实现只能是单纯循环的自然经济。只有当人均ＧＤＰ大于1000美元之后，农村土地的商业运用和市场价值才能显现出来，表现在土地拥有者有转移土地的强烈愿望，而土地经营者又有扩张规模的迫切需求，二者的共同促进了土地使用权出现流转。2003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达到1090美元，但总体上而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就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点。
一、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特点

在法律上，中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规定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其基本要旨是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如果我们不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联系农村实际情况来考察，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具有三个特点：[1]P35
第一：等级性特点。集体所有制属于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按照公有制的本来含义，每一个人的利益享有份额是平等的。但为了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授权基础，必然要通过权力分工来界定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对地位，解决财产支配权的来源问题。农村集体成员内部虽然没有明确的级别区分，但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隐蔽级别是存在的，不可避免形成乡村干部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特权（对比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国家所有制，这种级别区分就是正式和公开的）。

《土地管理法》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制度作了详细解释，其中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集体所有的产权主体涉及到乡、村、组三个层次和社区自治组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两种类型。但“集体”到底指谁？是指农民集体，或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农村集体”不同于农民集体组织，既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一级政府。在实践过程中，有关部门就把“农村集体”与农民集体组织混为一谈，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赋予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这一非经济组织以法人地位，让它掌握实际的土地所有权，代表所有“农民集体”的意志，而每一个农民却失去了直接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在村民现有民主法制知识积累有限和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往往成为实际上的乡村干部少数人支配，而每一个农民却失去了直接的参与权与决策权，这样的制度环境为腐败、专权提供了条件。
第二：社区封闭性特点。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利没有界定到任何个人，而归属与一定的共同体或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合作组织。任何个人在退出共同体或合作组织时，原享有的财产权利一般不能通过商品化而归属退出者。例如，出嫁外村的妇女在本村得不到土地，在外村也得不到土地，一旦离婚，则土地全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既然土地集体所有，就决定了在社区范围内人人都有份，加上土地在绝大多数地方是按人均分、又是家庭经营，而社区人口和家庭人口是个可变因素，相对于不变或减少的土地资源总量，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必然经常处于调整状态。相比之下为资源配置而进行土地调整却是一个次要得多的因素。为了保证社区的公共收益，会人为地限制土地流动。这个规则在社区层次上承认了产权的排他性。
第三：政府控制特点。由政府代表国家主权成为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最高仲裁者和绝对控制者，制约着农村集体所有权。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拥有法定所有权，集体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在客观事实上，我国的集体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对农村集体所有权作了重要限制。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买卖和转让土地，也不能出租和抵押土地，但国家可以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村组织和农户基本上只有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而实际上没有租让权、交易权和抵押权。财产只有交换，才体现和具有其价值。由于农村集体土地的用途变更受到国家的管制，不能交易和抵押，因此，农村土地除违法改变用途和交易的以外，基本上无价值可言。一些由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土法”和政策法规对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还有种种干预和限制。

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设置土地征用权力，是各国通行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是否适当、土地征用的程序是否合法和征地补偿的标准是否合理。但有关法律法规却从未对所谓的“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此外，商业性用地也是由国家征购后，再公开竞价出让给用地商，或者直接进入建设用的市场。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农村集体却没有最终的处分权。
有些学者认为：土地产权残缺或者说现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农地流转并造成了效率损失。理由是土地的国家征用、集体支配导致农民的产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长期处于“主体缺位”或“产权模糊”的状态，影响经济当事人经营和投资的积极性；加之土地均分的制度妨碍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无法满足农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适度规模经营。[3]P21似乎只要产权足够明晰，就可以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我们认为产权能否足够明晰，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更是经济基础问题。马克思曾说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P187）实际在大多数地区，土地流转并没有受到政策上的直接约束，政府对土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予以支持和鼓励的。可以进一步追问，农村土地制度为什么会这样安排？阻碍农地流转的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深层的原因。

二、农村土地经营的三项职能：收入职能、社会保障职能和就业职能
家庭承包制下的土地经营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收入功能，即农民通过土地经营获取收益；其二是社会保障职能，即土地经营为农民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其三是就业功能，即农民通过土地经营尽量实现充分就业。显然，如何在土地经营中体现这三项基本功能，形成了制度安排的本质规定。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现阶段农民收入近60％来自农业收入，土地仍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大部分农民还要通过土地和农业来维护生计和得到基本保障。根据李昌平的典型调查，一家一户种8亩地左右，正常年景每亩地产1500斤粮食，按照现在0。5元/斤的价格计算，每亩的毛收入约750元，除去每亩约200元的生产、销售成本和100元左右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税费（包括“三提五统”和各种各样的集资），每亩收入约450元，农民家庭种地的收入一般在3600元左右，加上家庭副业的收入也不过5000元，家庭实际现金收入不过3000元。[2]P15
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大国，按照户籍登记农民人口占74％，大约有8.9亿万，但是按照居住地的统计是64％，约有1.3亿左右实际上已经从农村进入城市。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2.5亿人，且每年还新增一千多万人，未来几十年农村将面临2－3亿人的就业压力。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计算，每年从农村至多转移800万人进城就业，40年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数仍然保持4亿以上。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可耕地减少的趋势却难以遏止，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全国耕地面积又减少3800多万亩。   

目前，我国农村有近３０００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近６０００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城市里有２０００多万人领取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１４００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１亿２千万。目前政府连城市职工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都没有完善和建立，根本没有财力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和长期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维护公平的意义，而且使农村劳动力不至于在突发破坏性事件(如疾病、失业等)发生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显然对生产力的保护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这就决定了土地经营不仅是收入职能,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职能和就业职能。现在外出打工多是季节性的打短工，“农闭出去，农忙回农”，大多是“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土”，95%以上的打工农民没有放弃土地承包权。从这个意义而言，土地实际上成了维系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机制的关键砝码，对稳定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比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些国家的大批农民卖掉土地后，只能单向流入城市，一旦经济破产无法立足，却因土地的永久失去而无法回流到农村，于是只好在城市周围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进而滋生黑社会之类的社会犯罪，使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如果我国家的城市化也象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那样，靠大型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其结果就是动乱。
可以说，与产权残缺相比，土地的保障功能更可能是减少供给从而阻碍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过分迷恋土地规模经营必然产生规模效益这条规律，以为土地越集中经营越好。如果以土地产出率作为衡量标准，则土地经营规模和土地产出率不成正比，甚至“小农”的产出率高于“大农”的产出率。世界银行对肯尼亚的农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每公顷单产是规模在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对117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每公顷单产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是以小规模农场为主；所以，可以肯定，由于“小农”的精耕细作，“小农”往往有可能比“大农”取得更高的产出率。当然，如果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来测量农业效率，则它与土地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但是，我国农村的现实正是资本短缺、劳动力剩余，所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以劳动力来替代资本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的优势。特别对于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最大程度增加土地的产出率——即解决吃饭问题，具有保证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

欧美日本两种不同的农业现代化方式很有启发意义。欧美国家在农业实现现代化时普遍的采取大农场经营方式。与此相对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等国则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与社会化程度，将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小规模经营单位组织起来，纳入一体化、产业化体系，以群体的组合优势形成较大规模的经营，在小农体制基础上的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要想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不能完全依靠土地规模经营，“小农家庭经营”在我国的长期存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三、促进土地流转的建议

这样分析，并不使完全否定规模经营。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仅为7—8亩地，在东部沿海及南方一些省份，甚至仅有不到2亩地，为了提高我国农业效率，必须根据国情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发展，变超小规模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对待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既不能盲目冒进，盲目冒进只会再次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不能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和书本教条，那只会错失发展的良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除固有的与实际不相符的思想认识，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大胆探索，创造条件。

土地流转至少要涉及转出和转入两方。[4]P5-6一般来说，转出土地的农民要考虑土地提供的收入职能、社会保障职能和就业职能。来自土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收入功能越重要，则供给方要求的租金就越高。社会保障职能和就业职能则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和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而可能与土地本身的价值关系不大。对于转入土地的农民而言，土地的功能仅仅取决于土地带来的收入，或者说土地投资收益率。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很快地解决的，因此从促进土地能够顺利流转这个角度出发，更有效的研究方向应该在现实条件下，形成一个供求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将决定了土地流转是否能顺利进行。
第一，土地承包权只有成为物权，才能表现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资产。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于物所享有的直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建立以来，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在现行制度下，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受损主要来源于土地的国家征用、集体支配和土地关系立法的不完备。土地承包权仍然是一项债权，还不能成为物权。其实，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土地财产权。
中国农村1978年开始推行 “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想改革农业经营体制，并没有想触动财产关系问题。但这种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一种合约，并且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由原来的组织性关系（人民公社的社员）变成了一种合约关系。中国农民现在拥有的财产，不再是解放初期由共产党的土改分来的，而是农民通过和国家的“协商”得来的，国家不能再随意收回了，农民的财产因此变成了产权。同时，组织关系的破裂，还使农民获得了身份自由，获得了劳动力所有权
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也就是说，农民依法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和处分权。由此可见，目前农民所合法拥有的土地承包权是一种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结合，应该被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和实质的土地产权。
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是关系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农村稳定的大事。从基层情况看，土地流转不规范是引发农村矛盾和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策、立法和实践中，可以逐步淡化土地所有权概念，着力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和法律建设，构建以使用权为核心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体系。承包权成了民法上的一种新的物权，占有它可以取得相应的利润，转让它要求等价的补偿。赋予农户以处分权的意义也在于使承包者能够将承包权当作独立的交换价值进行流转。只有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承包经营权，才谈得上形成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机制。
第二，土地承包权作为物权的改革应当与社区的成员权联系。所谓成员权，就是每个集体成员对村庄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平等的所有权。成员权在村庄集体内部买卖不受限制，但卖给村庄以外的人时必须经村里同意，因为出卖土地给外人等于全村人失去了一部分土地。但是，村集体的这种否决权必须受到市场的约束，当村集体阻止一个村民将其土地出卖给外村人时，集体必须回购村民的土地，而且其出价不得低于市场价格。成员权的拥有者可以决定土地的用途，并拥有土地的全部所得。但是，成员权不能继承。当一个家庭的人口因死亡、上大学、出嫁等原因而永久性地减少时，这个家庭的土地应做相应的调整，减少的人口的土地应该归还给集体。相应地，当一个家庭的人口因出生和娶亲而增加时，它的土地应相应地增加。成员权导致土地的调整。但是，土地调整不一定就导致效率损失。将成员权法律化有利于解决女性的土地问题。

第三，流转土地的投资收益率提高是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关键。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生产操作技能、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具有相似性，导致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率相差无几，一般适宜于生产种植收益水平相对较低的粮、棉、油等大宗农作物，若不转作他用，土地流转的获利空间将十分有限。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非农就业不充分，在种植业领域内的土地流转收益低导致土地存在大量撂荒现象即是佐证。有些土地，承包户还要倒赔一部分钱，才能吸引别人来种，土地成了负价格。
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更多地表现在大量的非耕地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经营上。原因是非耕地不受或少受为农民提供基本收入和就业保障的约束，土地经营能够自由进入市场，形成相对的平均利润。在潜在流转收益的农地在流转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变化，大都市周边的郊区容易发展成专业化的果蔬生产基地，气候条件优越的地方容易建立起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生产区。而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率先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部分农村居民已经转变为城镇居民，农地相应承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但土地集约利用的收入功能以及潜在的财产价值更加显现，因而部分农地经营可以转入外地承包者或集中于当地的种田能手。近几年自发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也主要发生在上述两类土地上。

提高流转土地的产出率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一是要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和产业化经营，形成地区特色产业和区域内土地流转市场价格体系，让更多的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将土地流入到产出水平较高的土地经营者手中。二是要利用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以规模收益稳定土地流转关系。
第四，政府或集体的介入，必须注意合理的边界。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或集体的作用可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为土地转出者解决后顾之忧。其次，搞好农地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工作。农地流转属于一种有偿的市场交易行为，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农地的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工作，合理确定各类农地的质量、等级，评估其客观、公正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农地市场流转双方的公平交易提供合理参考依据，以减少价格确定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既能避免市场交易主体利益受到侵犯，又为政府加强对农地市场的价格管理提供科学基础。最后，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实行土地流转委托管理。有条件的乡（镇）、村，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土地托管中心”、“土地代管站”、“托田所”等机构，从事介绍流转对象、帮助审查接包方资格、提供有关业务咨询等。中介组织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资料，定期公开对外发布可开发土地资源的信息，接受土地供求双方的咨询，提高土地流转交易的成功率。
第五，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尽快建立土地交易制度。严格限制基层政府和村组集体在土地经营上的寻租行为。一是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范围，建设用地性质应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核，确定为公益性用地的，才能启动国家征地权。二是对征用土地按市场价格补偿。一定范围内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成本应由相应范围内的公民来承担，而不应转嫁给不能享受这种公共利益的其他成员；即使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征地，其成本也不能只由农民负担，而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因此，无论出于何种公共利益而必须征用农民的土地，都必须给予农民按市场价格的补偿，保证其原有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三是要建立经营性用地的市场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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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low of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Right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UN Sha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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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s of rural land system in China :  hierarchy , boundedness in community and control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is a main reason to the flow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right compared with remnant property rights.  Only when contract right on land becomes  compos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t can display as a independent asset with exchange value . Upon disposing right of land the rural households can trade freely their land contract right in terms of independent exchange value . The 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of land contract are ultimately with market mechanism formation about rural land contract right .  
Key words: Flow of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right , Scale management,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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